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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是事實上的（de facto）獨立國家，然而其法理上的（de jure）獨

立地位在中國打壓之下並不被國際廣泛承認。長久以來，臺灣藉由援助邦

交國來換取外交承認，形成「建交導向」的援外政策；然而過去十多年

來，在論述上、制度上和實踐上出現一系列改革，呼應美歐澳日等理念相

近國家的價值，也就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國際援助典則。本文主張這是從「建交導

向」延伸到「發展導向」，主要透過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推動三邊與多邊

合作，使臺灣參與更多國際事務。另外，在延伸「發展導向」的過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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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兩種安全概念。其一，是本就預期透過各類援助，協助區域繁榮與安全

穩定；其二，則是在過程建立互信，在特定國際局勢下讓理念相近國家也

願意以行動來支持臺灣安全。

關鍵詞：國際典則、援外政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理念相近國家、三邊合作

*　　*　　*

壹、緒論：與理念相近國家一起推動國際發展

2020年4月，為應對全球COVID-19疫情，中華民國（以下簡稱臺灣）捐

贈上千萬片口罩及各項醫療設備支援數十個疫情嚴重的國家。這波後來被稱為

「口罩外交」的援外計畫，至少在四個面向挑戰長久以來各界對臺灣援外的刻

板印象。首先，口罩外交受援國僅少數是邦交，多數是無邦交的美國、歐盟國

家和新南向國家。其次，口罩外交的本質是人道援助，而非過往較為人知的農

業或科技等合作。第三，口罩外交透過雙邊模式贈送，也透過多邊的平臺分

配，例如歐盟緊急應變協調中心。最後，捐出的口罩包含民眾預購後自主釋出

的配額，認捐活動推出短短半個月就有超過50萬人響應超過400萬片，顯示民

眾對此高度參與和支持（陳韻聿 2020）。

從邦交到非邦交，從技術合作到人道援助，從雙邊到多邊，從官方獨辦到

民間參與，顯示臺灣援外不同於以往印象的四項特徵（簡旭伸、吳奕辰 2020a; 

Chien and Wu 2021）。本文主張這是政府援外思維長期轉型的結果：從爭取建

交的「建交導向」思維，
1 逐漸延伸到與「理念相近國家」一起從事人道與發

展的「發展導向」思維，讓全球有需要幫助的人民，可以過得更好、更有尊嚴

1 所謂建交導向，指涉在冷戰期間，臺灣與東西德、南北韓類似有「建交導向」的援外

競爭（Newnham 2000），或類似古巴以特定技術換取外交空間突破孤立的典型南南合
作模式（Huish 2014; Kruijt 2020）。臺灣的建交導向模式大體上有四個特點，關注特
定政經高層的關係，進而孳生貪汙腐敗；甚少多邊援助，偏好雙邊形式，以利鞏固邦

交關係；甚少與民間合作，偏好由政府全權主導；援助不附帶改革條件（Chien and Wu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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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

這個從外交延伸到國際發展的思維變遷長達十多年，亦即是從馬英九政

府延伸到蔡英文政府的持續成果（簡旭伸、吳奕辰 2020b）。臺灣於2010年立

法通過國際合作發展法，明定每年外交部需公布《國際合作發展事務年度報

告》（以下簡稱：援外年報），正好成為描繪援外轉型新圖像的重要資料來

源。比對2011到2020年援外年報，臺灣在2010到2019年總共援助104國，超過

全球194國的一半，執行1400餘項計畫。2 其中包含23個邦交，分布在中南美

洲、大洋洲和非洲，外加南歐的教廷，總共執行800餘項計畫。另外有81個非

邦交，分別在亞太、亞非以及東歐和中南美分別有20多國，在西歐北美也有7

國，總共執行500餘項計畫。上述1400餘項計畫，有超過100項更是由臺灣提

供資金或技術，與「理念相近國家」三邊或多邊合作（詳如參之一與參之二

節）。

援外思維變遷也帶動民意支持。2017年有民調詢問，「您比較認同，將資

源與經費投入『參與國際社會』還是『維繫邦交國』？」，將近七成選擇前

者，僅一成選擇後者，而選擇「兩者都可以」或「兩者都不可以」的則都不到

4%（台灣智庫 2017）

從2016年蔡英文政府開始，「理念相近國家」這個詞彙逐漸被外交部被

廣泛使用。不論是鞏固邦交、強化無邦交實質關係、參與國際組織、或是公

眾外交與國際宣傳等各類施政方向中，都看到「理念相近國家」的角色。

外交部並沒有明確定義「理念相近國家」，但是從新聞稿、聲明或新聞說

明會紀要中，可推斷其指涉的約略是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澳洲、

紐西蘭和歐盟國家等。
3 上述國家正好就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OECD）發展援助委

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以下簡稱：DAC）的會員國。他

2 本文定義的194國，包含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加上教廷。臺灣實際上有援助一些不受聯
合國承認的國家、或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屬地。其中科索沃計入塞爾維亞、索馬利蘭計

入索馬利亞、西撒哈拉計入摩洛哥。另外臺灣亦有糧食援助加勒比海的聖馬丁，在表1 
中分別計入其母國法國與荷蘭。

3 除此之外，近期與臺灣互設代表處的索馬利蘭也在新聞稿中被稱為理念相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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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與臺灣都沒有邦交，但在全球範圍內共享普世價值，尤其是自由、民主

和人權等，並強調透明（transparency）、善治（good governance）、責信

（accountability）等「發展導向」的國際援助典則。

然而既有臺灣援外文獻多集中在討論「建交導向」。例如，1980到1990

年代的文獻探討「建交導向」的援外是否有效拓展與鞏固邦交，以及有何重

大缺失（王文隆 2004; 劉曉鵬 2005; Chan 1997; Henckaerts 1996; Hsieh 1985; 

Lin 1996; Tubilewicz and Guilloux 2011; C. Wang 1993; Y. S. Wang 1990; L. Wu 

1995）。2000到2010年代的文獻進一步隨著善治議程及中國崛起，探究兩岸

援外競爭如何影響受援國的內政，甚至被OECD國家（例如美國與澳洲等）

視為破壞善治的源頭之一（林沁雄 2008; Atkinson 2007; 2009; Chien, Yang, 

and Wu 2010; Dobell 2007; Erickson and Chen 2007; Stringer 2006; Taylor 2002; 

Tubilewicz 2007）。這些文獻都無法回答：為何臺灣正在逐漸淡化（儘管仍是

主軸之一）「建交導向」的思維，並加強「發展導向」的思維，亦即與無邦交

但理念相近的OECD同儕一起援助其他非邦交國。

為彌補此缺口，本文引用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egime）概念，梳理臺

灣援助與OECD國家的合作。國際典則是全球共同議題治理的重要方法之一

（Benedict 2001）。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各國之間透過制度、

規範、協議或非正式的合作機制或協商進程，產生特定秩序或共同利益，並促

進各國為此共同行動（Rosenau, Czempiel, and Smith 1992）。在各種全球治理

方法中，最紮實的是國家政府簽署和批准條約，並將之國內法化，例如國際人

權公約（Slaughter 1997）。4 然而並非所有全球議題都能達成普遍共識，遑論

形成能國內法化的條約。這時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egime）就是遂行全球

治理的另一方法。

國際典則是多個行為者在共同期盼下形成一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則、規範、

規則和決策程序（Krasner 1983）。典則的效力取決於這個有需要被合作處理

4 國際人權公約，就是由聯合國1945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後，復於1966年通過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尋求各國簽署和

批准上述兩公約，進而國內法化之後，使得各國司法體系能夠引進他國判例來落實對

人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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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議題，是否出現能夠主導運作該議題的制度、組織、或國際實體，訂定

相關原則、規則和規範後，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網絡來實踐與檢核。這些原則、

規則和規範可能來自特定一群國家代表之間的協議而成，並沒有形成條約體

系，也沒有批准後國內法化的程序。但因為這些國家有共同利益或期望的秩

序，且他們國家已足以在這特定議題佔有主導地位，因此儘管並非全球都參與

其中，但憑著這幾個關鍵國家的協定與同儕壓力，就形成具有權威性的國際典

則。

在國際援助領域，儘管十九與廿世紀歐洲各列強已對其殖民地展開類似今

日國際援助的行動，但並未出現普遍的典則，而是殖民帝國各行其是。
5 二戰

結束後，馬歇爾計畫帶來大規模援助浪潮，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

銀行等多邊組織陸續成立，在分配資金、確定受助資格、評估援助影響等，逐

漸形塑成文規則，其中最主要的推手就是富國成立的OECD。

從1961年建立以來，OECD持續制定並維護政府開發援助（off 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下簡稱：ODA）的規範和標準，包含受援國清單、

經濟發展與福祉的定義、捐贈的性質與比例要求等。OECD另進行多項議程影

響會員國，包含提倡多邊機制以增加會員國的多邊援助比例、提倡增加ODA

支出到至少占援助國的國民總收入的0.7%（1970年代起6個歐洲國家陸續達

標）、提倡鬆綁援助（untied aid）以避免援助被用來向母國廠商採購（OECD 

2006）。此外，為確保落實ODA的規範和標準及上述議程，OECD持續以定期

同儕審查檢視會員國的政策和計畫，並從廿一世紀初以來舉辦多次高階論壇，

邀請非會員國及民間代表共同設立多項關於援助與發展效能的原則（相關原則

詳如下一節所述）。

本文主要發問為：臺灣既非聯合國會員，亦非OECD成員，臺灣援助模式

5 不過當時在國際緊急人道援助領域，已出現以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制定的原則（人道、公正、中立、獨立、志願服務、統一和普遍）為核
心，形成針對災民的需要，無論其國籍、種族、性別、宗教、黨派等的杜南原則（Du-
nantist principles）(Barnett and Weiss 2008)。其在1864年進一步成為《日內瓦公約》
（Geneva Conventions），由國際紅十字會推動並執行關於戰爭受難者、戰俘和戰時平
民的待遇等人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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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如何與OECD援助典則接軌，並產生哪些預期與非預期的後果？本研究

彙整2010到2019年臺灣援外年報（其論述與編纂格式即相當程度採用OECD典

則），輔以2018與2019年各去一趟約旦的田野實察，與寫作期間在臺灣與援

外人士訪談等，發現：臺灣援外轉型呼應OECD援助典則，從而建構臺灣與理

念相近國家相互信任的基礎，並使臺灣成為理念相近同儕網絡的一員，最終獲

得更多國際參與空間。

接下來本文分成四部分。第二節回顧OECD典則的建立並擴張到「非OECD」

（包含臺灣）的過程。第三節探索臺灣與OECD國家的三種夥伴關係：第一種

是在臺灣邦交國的三邊合作；第二種是在非邦交國的三邊合作；第三種是臺灣

援助OECD會員國。第四節探索臺灣OECD化的「發展導向」援外，如何使臺

灣成為與理念相近國家推動區域繁榮與穩定的同儕，甚至獲得其協助臺灣安

全。最後第五節是結論，提出臺灣如何提供OECD援助典則擴張、民主國家援

助轉型以及東亞民主援助模式等理論與政策方面的啟示。

貳、國際援助典則的建立與擴散

一、OECD主導的國際援助：典則建立與會員擴張

當代的國際援助體系建立於二戰尾聲。為重建戰後的歐洲和亞洲，以美

國為首的同盟國在1943年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6 作為協調、管理或安排措施的平臺，提供

食物、燃料、衣服、住所等基本物資及醫療和其他基本服務。在美國為主要

資金來源的支持下，聯合國1946年成立國際難民組織（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協助二戰造成的難民。兩機構分別在1947年和1952年停止運

作，其業務轉移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聯合國難民署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同盟國還創建國際復興開

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是後來的世

6 此處的聯合國並非今日的聯合國，而是同盟國的合作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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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銀行集團的5個成員之一，總部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資助戰後重建並促進私

人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

可見，戰後的國際援助浪潮是在盟軍主導戰後秩序的大背景下，其中又以

美國最為關鍵。當時的援助預期在短時間內功成身退，關注短期的戰後安置與

重建。然而蘇聯領導的共產勢力增強，不僅將中歐和東歐納入影響範圍，也在

西歐、南歐和亞太獲得民選席次甚或掀起革命。美國因而發動為期四年並耗資

130億美元的馬歇爾計畫，使戰後援助浪潮從短期重建轉向具有政治目標的大

國競爭。1950年代，隨著英法復甦，以及他們在亞非的殖民地陸續獨立，國

際援助也成為前殖民帝國維繫影響力及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換言之，國

際援助從美國重建戰後西歐盟國，演變成西歐鞏固對前殖民地的影響力，以及

美國西歐等富國援助全球的持續行動（Lancaster 2008）。

隨著援助金流擴大及影響遽增，美國和西歐在1961年組成發展協助集團

（Development Assistance Group），訂定《共同援助努力》（Common Aid 

Effort），作為動員經濟、金融、技術等工具協助窮國發展的方針，並由歐洲

經濟合作組織（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出版史上

第一份國際援助流量統計（OECD 2011b）。歐洲經濟合作組織隨後改組為

OECD，而發展協助集團則在OECD內組成現在的DAC，作為富國針對國際援

助的原則、規則與規範交換意見和協調行動的平臺（Hynes and Scott 2013）。

儘管國際援助除了雙邊（國家對國家），也包含多邊（聯合國、世銀、

國際貨幣基金等全球組織，或其他區域金融機構），但多邊的資金來源也是

DAC會員國捐助，而DAC會員國平均投入多邊的比例僅約25~30%（Atkinson 

2017）。因此全球大部分的援助首要是透過DAC會員國雙邊渠道，每年約

900~1,000億美金；其次多邊金融機構，每年約300~400億美金；而其他援助

國的數額更少，直到2010年代才從不到100億美金上升到200多億美金（Davies 

2016）。換言之，OECD俱樂部囊括北美西歐為主的富國，儘管國家數僅占全

球少數，但他們一方面從二戰結束時就主導戰後秩序與資源分配，另一方面也

實質佔據國際援助絕大份額，因此OECD俱樂部內的同儕討論，基本上就掌握

國際援助標準的話語權，甚至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也採用OECD的定

義（Glennie and Hurley 2014; Tsikata 1998; UNGA 1970; World Bank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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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為了推廣援助典則，也要求新進會員國進行援外政策的改革。7 這

些新會員原多是受援國，在經濟發展與政治轉型後受邀加入OECD。其中東

歐會員也陸續加入DAC會員主導，甚至本身就有DAC會員身份的歐盟成員。

在OECD和歐盟的雙重制度壓力下，東歐會員而提升援助金額，落實透明與

責信，並配合推動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的民主化（Opršal, Harmáček, Vítová, 

Syrovátka, and Jarecka-Stępień 2021）。除了來自OECD與歐盟的上層壓力，也

有來自民間的壓力。東歐會員經歷貪腐的共黨瓦解與威權轉型，使其政黨及其

選民強烈堅持援助附帶改革條件，認同OECD的善治議程。因此當受援國出現

重大貪腐時，東歐政府也會受到國會、媒體及社運團體的壓力而制裁受援國

（Bodenstein and Faust 2017）。

南韓也是從戰後的受援國，在1996年加入OECD，2010年加入DAC。加入

DAC以及潘基文成為聯合國秘書長這兩件大事，提升韓國民族自信，使其企

圖扮演大國角色。公民社會掀起援外辯論，並在舉辦釜山論壇的前後，帶動援

助效能相關的倡議與研究，形塑一系列援外改革（Kim and Lee 2013; Patterson 

and Choi 2019）。類似東歐，韓國援外改革有國際壓力（加入DAC並接受審

查、擔任聯合國秘書長、舉辦OECD釜山論壇等），也有國內官僚體系和公民

社會的推波助瀾。

二、 OECD援助典則面對新興南方援助國挑戰：論壇共識與三邊
合作

廿一世紀初，多個南方國家崛起，他們持續經濟成長，塑造新的發展典

範、增加全球市場份額及擴大全球影響力，成為重要的援助國（Broadman 

2006; Kaplinsky 2013; Nye 2011; World Bank 2011）。這些「非OECD」援助

國本身充滿異質性，除前段所說的東歐前共產主義國、東亞發展型國家外，

還有阿拉伯產油國與各區域強權（例如中國、印度、巴西、南非）。他們

快速增加的援助額，以及另立於OECD的南南合作定義、框架與執行方法

7 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愛沙尼亞、拉多維亞、立陶宛、南韓、墨西哥、智

利、以色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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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 2013），挑戰OECD援助典則（Dole, Lewis-Workman, Trinidad, and 

Yao 2021）。

OECD採取兩種回應。首先是廣泛邀請他們參與OECD主辦的援助效

能高階論壇，協商訂定相關原則與標準，希望他們能遵守。2003年羅馬

宣言（Rome Declaration）提出根據受援國政策提供援助，確認在地自主

（ownership）的概念（OECD 2003）。2005年巴黎援助效能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進一步提出五項原則，除了在地自主，還包

含援助與受援的目標一致（alignment）、援助協調（harmonization）、成果

（results）導向的監測、及援助與受援的相互責信（mutual accountability），

期望使援助帶來善治，確保長期發展（OECD 2005）；2008年阿卡拉行動議程

（Accra Agenda for Action）新增廣納夥伴關係（inclusive partnerships），強調

「非OECD」和公民社會組織參與援助的重要性，並呼籲這些新援助者也遵守

巴黎宣言以降的典則（OECD 2011a）。

2011年釜山發展效能合作夥伴關係（Busan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決議OECD與聯合國開發總署共同設立全球發展效

能合作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以下簡稱：GPEDC），賦予「非OECD」共同主席身分推動未來的援助效

能高階論壇（OECD 2011a），使南方援助國正式進入OECD議程中（Eyben 

and Savage 2013; Gore 2013; Kim and Lee 2013)。2014年墨西哥宣言（Mexico 

High Level Meeting Communiqué）和2016年奈洛比成果文件（Nairobi Outcome 

Document）都強調「非OECD」主導的南南合作、OECD主導的北南合作、

以及融合雙方的三邊合作等三種合作關係，在落實永續發展目標上同等重

要（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014; 2016）。

GPEDC還設立全球監測報告，2018年時已有86個受援國和100多個援助國或援

助機構加入，形成相互監督促進發展效能的機制（OECD 2019）。

其次，OECD也化整為零，與個別的「非OECD」援助國，透過現場實作

輸入OECD典則到其行為模式中。這是奠基於認知學習理論的做法：在學習

過程中，參與的各方創造新知識、重新定義利益、進而影響合作議程（Haas 

1980; Haggard and Simmons 1987; Hasenclever, Mayer, and Rittberg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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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sner 1983; Tarzi 2003）。三邊合作就是一種學習過程（Zhang 2017）。三

邊合作是在雙邊合作的「援助—受援」架構中，新增中介角色，形成「OECD

援助國—非OECD中介國—受援國」的架構。其中援助國提供資金或研發技

術；中介國以具有南方脈絡的知識和技術執行計畫；兩者合作幫助受援國

（Ashoff 2010; 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 2019; Kumar 2009; Schulz 2010）。

根據OECD一項包含26個OECD援助國、16個國際組織、31個發展中國家

（包含巴西、智利、泰國等新興南方國家）的調查，顯示三邊合作的參與者

中，有85%認為三邊合作的動機是促進共同學習和分享經驗，66%認為是建

立發展中國家參與和管理國際合作的能力，超過一半認為是促進OECD與非

OECD國家更好的關係（OECD 2013a, 29）。另一項針對2009到2012年OECD

三邊合作的研究、報告和會議摘要的報告指出，OECD期待透過三邊合作促進

會員國與各中介國相互學習因應日益複雜的國際發展局勢，並加強中介國援助

能力，形成平等共學關係（OECD 2013b）。

在三邊合作中，中介國有OECD欠缺的南方經驗，例如中國的亞洲農作

（Zhang 2017）；巴西的熱帶農業和社福體系（John de Sousa 2010）；南非的

後衝突重建和解與促進和平（Masters 2014）。對OECD來說，三邊合作一方

面可以獲得中介國的技術與經驗，另一方面透過財務與管理經驗的優勢，引導

中介國在實踐過程中學習OECD的援助工具及其背後的典則。

日本和巴西在莫三比克有個三邊合作的經典之一。1975年起日本就有三邊

培訓，並在2003年《政府開發援助大綱》納入三邊合作，將雙邊的受援國打

造為對第三國的培訓基地，形成坐落於南方並持續累積技術與能力的「卓越中

心」（Centers of Excellence）。卓越中心分享雙邊合作所累積的經驗、制度、

機構以及協調系統等，形成對援助第三國時的參考框架。相較於傳統援助將受

援國視為技術落後的窪地，需要援助國轉讓「先進」技術來填補缺口，卓越中

心強調內生性和自主性，也就是雙邊援助國（日本）僅作為催化的角色，其團

隊在雙邊受援國（巴西）與當地人相互學習，一起找尋適切的解方，進而創造

出可應用到第三國的新技術與新系統（Hosono and Hongo 2012）。

日本在巴西的卓越中心建置於Cerrado大草原開發計畫。這個熱帶草原種

植的是大豆和玉米等溫帶日本沒有的作物。但從1977年以來，日本提供土壤分



 2000年代末以來臺灣援外轉型：從「建交」導向延伸「發展」導向　61

析技術，而巴西農業研究公司（Empresa Brasileira de Pesquisa Agropecuária，

以下簡稱：EMBRAPA）及其附屬的Cerrado農業研究中心（Centro de Pesquisa 

Agropecuária dos Cerrados）則廣招農民試用新技術，並與日本合資成立農企

Campo，在地方社群傳播技術。EMBRAPA有超過1,600名博士級研發人員，持

續提供在地研發及技術調整，使Cerrado成為產量比美國還大的大豆產區，甚

至被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綠色革命之父，1970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稱為「廿世紀農業科學偉大成就之一」（Hosono 2012）。此成就不僅來自卓

越中心培養在地技術，日本與巴西的研發機構也達成目標一致、成果導向的監

測及相互責信等巴黎宣言以來的OECD援助典則。

在Cerrado基礎上，日本和巴西在莫三比克開啟ProSAVANA計畫，將Cerrado

卓越中心累積的經驗推廣到莫三比克。巴西與莫三比克都使用葡萄牙語，都是

前葡萄牙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巴西的Cerrado與莫三比克的Lichinga高原是相同

緯度的草原氣候帶。在巴西卓越中心的技術協助及日本的基礎建設之下，日巴

的雙邊合作延伸為日巴莫的三邊合作，巴西從受援國變成中介國，一方面學習

援助他國，另一方面也習得OECD援助典則。

三、OECD援助典則的臺灣實踐：透過三邊合作突破孤立

從東歐與南韓，再到中國與巴西，他們面對OECD典則的方式不盡相

同．前兩者加入OECD，甚至還分別加入歐盟和DAC；後兩者透過會議論壇

參與OECD援助典則對話，或是與OECD國家形成三邊合作。臺灣無法加入

OECD，甚至無法廣泛參與OECD主導之國際會議。「建交導向」的援外政策

一方面與OECD典則衝突，另一方面也被民間質疑耗費巨資追求陌生而威權的

小國承認，且資金經常流向貪腐政客（Hu 2015; Taylor 2002）。然而在民主化

過程中，政府問責的呼聲高漲，人民逐漸無法接受花錢獲得短命邦交（例如馬

其頓）或甚至完全未成邦交（例如巴紐），形成政府推動援外透明化與法制化

等改革的壓力。民主化也使公民社會有發展空間，NGO投入援外行動成為政

府的同儕。民主化更建構臺灣主體認同意識，強烈渴望與世界接軌。這些內部

民主化力量，加上前述美澳等國對「建交導向」的援助破壞善治的批評，共同

推進援外政策延伸「發展導向」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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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08年馬政府與北京達成九二共識，彼此（至少在表面上）停止

互挖邦交，形成「外交休兵」。2009年起外交部施政目標的第一目標「鞏固

與拓展邦交關係」的「拓展」兩字被拿掉，並在第五目標「加強國際合作」

逐步增加OECD關注的議程，例如反恐（2009）、國安對話（2009）、國際人

道救援（2011）、軟實力（2012）等。第四目標也從扁政府時代較為消極的

「輔導」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GO）參與

國際，轉為藉由NGO「擴大國際人道援助」，以及「增進我NGO對國際社會

之貢獻」。外交施政目標的轉變，標示臺灣援外雖仍扮演鞏固邦交的功用，但

遠不僅於此，而是推動臺灣包含官方與民間都能成為全球治理的同儕，特別是

OECD關注的議題，從而在實質上突破孤立。

「休兵」也創造改革空間，開啟臺灣援外的OECD化。首先是論述，馬政

府在援外白皮書中提出「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行有效」的三原則，宣示參

酌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來建立援外架構，並依循「巴黎宣言」調整援助模

式，建立專業化及成果導向之發展合作模式，以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之利害

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外交部 2009）。其次是制度，訂定《國

際合作發展法》，並依法參酌OECD典則來分類與管理計畫（儘管目前資料仍

以外交部和國合會為主，其他部會資料較為零散）。最後是透明化，定期出版

援外年報，統整各部會援外支出、流向及實施計畫，一方面報請行政院轉送立

法院備查並上網公開，建立正當性；另一方面也提交OECD，展現臺灣願意跟

隨OECD典則的決心。8

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中國結束休兵，在4年內迫使7個邦交轉向。然

而馬政府OECD化的進程，包含（一）政策上刪除拓展邦交與增加全球治理，

（二）白皮書的論述及國合法的制度，與（三）相應的援助效能改革與透明

化等都被承襲。儘管馬蔡在兩岸政策有極大差異，尤其馬所屬的國民黨以及

蔡所屬的民進黨，在統獨立場完全對立，然而其面對的國內民意及國際壓力是

8 然而援外年報揭露的細節仍相當有限，仍無法得知臺灣特定年分在特定國家的援外決

算分配。甚至，年報所彙整的各部會訊息仍多所闕漏，呈現出相關資訊時有時無的狀

況。這反映的是政府援外不論是對國際同儕的取信、對國內公民的問責、或是政府對

自身角色變化的意識，都存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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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就是必須找尋與更多國家交往的實質且正當的途徑，藉以擺脫孤立

（Tubilewicz 2012）。而遵守OECD典則就是為了換取合作機會以進入同儕網

絡中。

此外，中美關係從合作轉為對抗，也使臺灣呼應OECD典則的背後有國安

動機（具體實踐詳見第肆節後半部）。2011年11月美國國務卿撰文呼籲增加對

亞太的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的投資，開啟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

（Pivot to Asia）（Clinton 2011）。同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峰會中，美國總統

宣布和其他8國成立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簡

稱：TPP）。2015年美國與臺灣成立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以下簡稱：GCTF），成為雙方與其他亞太國家在

公衛、婦女、數位經濟等領域三邊或多邊合作的平臺（詳如第參之二節）。

2016年起在川普主政下，美國形塑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而早前臺灣推出的新南向政策正好與其相呼應（DOS (the US) 

2019, 8）。這一連串國際局勢變化，使臺灣有更多動機遵守OECD典則，從而

建立與美日澳等地緣與臺灣相近的OECD援助國間的共享價值與同儕認同感。

因此，臺灣呼應OECD典則也意味臺灣企圖扮演契合OECD援助國（尤其美

國）理念與價值的夥伴。尤其是蔡政府進一步建構「理念相近」概念，聚焦臺

灣從民主化以來與OECD相通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擺脫被OECD援助

國視為為了與中國競爭邦交而破壞善治的汙名（Atkinson 2007; 2009）。

參、臺灣與理念相近國家三邊與雙邊之發展導向計畫

由於臺灣政府並未針對三邊合作製作統計，援外年報也多僅公開受援國的

訊息，不一定揭露援助同儕，因此很難有精確數字。然而，監察院專案調查研

究報告《政府推動「人道外交」之成效與檢討》揭露外交部在2006到2017年

執行的三邊人道計畫（監察院 2017）。國合會網站則詳列與國際同儕的三邊

與多邊合作。
9 另外作者在約旦也蒐集到針對中東難民人道援助的三邊合作訊

9 詳細清單可參閱國合會網站：https://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799&CtUnit=154
&BaseDSD=10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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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這3份資料完整涵蓋甚至超越援外年報透露的三邊計畫，加上其他政府文

件和媒體報導，我們列出邏輯上臺灣與OECD會員國的三種援外關係及計畫數

量（如表1）。首先是「OECD—臺灣—受援者」的三邊合作，由於臺灣扮演

中介者，勢必會有常駐當地且與受援國密切合作的機構（通常就是國合會技術

團），因此受援國都是邦交，總共7項計畫。其次是「臺灣—OECD—受援國

者」的三邊合作，有28個計畫是在邦交，高達91個計畫是在非邦交（其中11個

計畫是在OECD會員國）。最後是「臺灣—OECD」的雙邊合作，由臺灣直接

協助OECD會員國本身的社會發展或人道援助，有超過200餘項計畫。本節首

先分析在邦交的三邊合作，其次是在非邦交的三邊合作，最後則是雙邊合作。

表1　臺灣與OECD的夥伴關係（2006~2020）
出資者 中介者 受援者 計畫數 本文

三邊

合作

OECD會員國

或多邊組織
臺灣政府 邦交國 7

3-1

臺灣政府
OECD會員國

或多邊組織

邦交國 28

非邦交國 80+11* 3-2

雙邊

合作
臺灣政府 無

OECD

會員國
200餘 3-3

邦交國 800餘
不適用，但於3-1略

作討論

其他 300餘
不適用，但於4-1針

對新南向略作討論

說明：*包含11個計畫的受援國亦為OECD會員國

資料來源： 2011~2020年度援外年報、監察院《政府推動「人道外交」之成效與檢討》專

案調查研究報告、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合作計畫》

網頁、作者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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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與OECD在邦交的三邊合作

早在1960年代臺灣增加對非洲援助時，就有與美國三邊合作，由美國提供

三分之二資金，支持臺灣農耕隊到非洲拓展與鞏固邦交（王文隆 2004）。然

而美援結束後，臺灣援外就以雙邊為主，美國不再介入。2000年代末以來，

「OECD─臺灣─受援」的三邊模式再現，並且第三國也都是邦交。

在印太區域，臺灣駐帛琉技術團與日本笹川和平基金會（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合作，打造技術團的示範農場為生態旅遊景點，支持觀光業。

臺灣外交部與臺安醫院也與澳洲合作醫療後送，協助安置在諾魯的難民。在

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合會技術團與美國NGO糧食濟貧組織（Food for the 

Poor）合作酪梨栽培、水產養殖、園藝作物、數位落差、食米援助等計畫。

2019年國合會進一步和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簽約，在巴拉圭推動中小企業及婦女融資。

臺灣也與理念相近的國際組織在邦交進行合作，尤其國合會與美洲區域金

融機構（尤其是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的援助計畫，這些計畫也與國合會既有

計畫相關，包含農業、社區發展、醫療、企業發展等。這種透過多邊融資來加

強援助邦交的作法也出現在其他地區，例如與國際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在海地的計畫，以及史瓦帝尼的烏蘇杜河下游小農灌

溉計畫，涉及非洲、歐洲、阿拉伯等的六個國際金融機構。在這些計畫中，臺

灣的農業、環境、醫療等技術不僅幫助受援國，也讓OECD同儕認識臺灣的專

業，並提升官方互動。相較於OECD援助國試圖藉由三邊合作來潛移默化改變

「非OECD」援助國的行為，臺灣則是試圖藉由三邊合作來改變OECD援助國

對臺灣的印象，並藉此突破孤立。甚至到2021年夏季，史瓦帝尼爆發大規模

抗爭要求推翻王室時，臺灣並未選擇如過往「建交導向」而迴護王室，而是與

歐美援助國聯合呼籲王室尊重自由、民主和法治，然史瓦帝尼也並未因此斷

交。此案例一定程度說明，臺灣延伸到「發展導向」的國際援助轉型過程，並

無犧牲鞏固邦交作為。

需注意的是，臺灣在邦交的計畫仍以雙邊為主 （如表1的800餘案例）。

這些雙邊計畫在與中國在相同地區（尤其非洲）的競爭下，呈現出效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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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境，例如農業援助的受益者寡、開發面積小、且在當地創造的利潤有限，

使其無法吸引更多投資以帶動持續發展等（劉曉鵬 2016）。然而，儘管這些

雙邊計畫並沒有OECD會員國或國際組織的參與，但仍出現一些靠攏OECD典

則的案例。例如2010年起，國合會技術團引進計畫循環概念，將執行多年的

「團長制」改為「計畫經理制」。在過往建交導向下，駐團經常為求延續邦交

而不斷延長計畫期程，造成無法檢視其成效或習得經驗。而「計畫經理制」遵

循在地自主與目標一致的OECD典則，由邦交政府共同參與並擔負主要任務，

而臺灣扮演技術及顧問角色（陶文隆 2014）。在新制下，國合會大規模檢視

與盤點既有計畫，結束成效不良的計畫（過去為維繫邦交而多半不結束），並

依循邦交的法規來控管計畫進度與品質（國合會 2013, 9）。10

二、臺灣與OECD在非邦交的三邊合作

如前所述，臺灣已在超過80個非邦交執行超過500項援助計畫，包含三邊

與雙邊合作。在三邊部分，臺灣捐贈物資與資金給OECD同儕，從而進入重大

人道危機中，包含敘利亞難民（與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防部、美國美慈組織、

法國對抗飢餓組織、教廷、歐銀等）、西非伊波拉（與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

心、教廷等）以及東非旱災與海盜（與歐盟、美國美慈、教廷等）等。在三邊

合作中，臺灣進入國際人道機制中，成為專業同儕一份子，是臺灣OECD化最

重的類型。

自從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次後，臺灣在法理上就被排除出國際援助體系

外。然而近年的國際人道機制逐漸成為臺灣實質參與多邊行動的平臺。人道

援助在理論上被視為非政治。既有文獻關注各援助國遵守典則背後的利他主

10 然而由團長制轉型到計畫經理制的過程，也出現大量駐外人力必須返國待命數年，以

及計畫經費必須匯撥受援國政府帳戶統籌分配再撥出而有所拖延（李栢浡 2021, 61-
62），以及諸多計畫結束或移轉給當地國經營後，經常面臨計畫成果難以維持，在專
家撤離之後，核心技術隨之流失（湯立成 2020）。2018年起，國合會再由計畫經理制
轉為駐團制2.0版，由團長主責負責駐地整體各項計畫的成敗，計畫經理負責單項計畫
評估與管理等計畫循環之內容，技術人員則負責特定技術工作。上述國合會與外交部

不斷調整其作法與演變的過程，顯示臺灣在邦交國實施OECD發展導向的典則的過程
中，仍有諸多困難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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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亦即非政治動機有多高，抑或是將其作為擴大政治影響力的工具。然而

多數文獻關注OECD援助國而較忽視「非OECD」。少數討論到臺灣人道援助

的文獻也沒有細究人道援助如何異於技術合作等傳統領域的差異（Chan 1997; 

Guilloux 2009; Lee 1994）。

本文指出人道援助有助於臺灣爭取外交突破。人道援助本質上就是隨著

各地的災難而興起，因而援助對象通常無邦交，合作同儕也無邦交。但因

有各式同儕在同一事件中，創造臺灣參與多邊的機會，例如聯合國全球防

災協調窗口「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以下簡稱：UNISDR），11 以及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

室（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以下簡稱：OCHA）。

OCHA是世界各地爆發人道危機時，整合各方資源的主要平臺，以集群途徑

（Cluster Approach）分成11個集群，各集群各有對應的聯合國組織以及多半是

OECD援助國的NGO擔任的協調窗口。

臺灣雖無聯合國會員身分，但藉由遵守準則及實質貢獻，臺灣官方（主

要是國合會）參與的紀錄能出現在聯合國官方文件中，例如2004年南亞海

嘯、2010年海地地震、2013年海燕颱風、2015年尼泊爾地震等。而OCHA也

曾在1999年921大地震以及2009年莫拉克風災等派員協助臺灣（張水庸 2015, 

3-4）。

此外，透過贊助OECD援助國的NGO，臺灣獲得在多邊行動中展示國旗

或出席峰會的機會。例如在敘利亞難民危機，臺灣國旗不僅隨著臺灣捐贈的

組合屋散布在中東各地，還因與美國美慈（Mercy Corps）在OCHA主管的兩

座難民營合作，
12 使臺灣國旗出現在難民營分區出入口，與美國、英國、聯

11 包含仙台全球減災會議的公共論壇及多方利害關係團體的主題討論，以及協同UNIS-
DR在中研院設置「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中心」（IRDR-ICoE）（目前設置在永續
科學中心之下）、接待學者專家訪臺、臺灣專家學者參與UNISDR轄下之科技顧問團
（Science and Technical Advisory Group）等（張水庸 2015, 5-6）。

12 美慈超過一半年收入來自美國政府，除了接受國際發展署委辦計畫，也提計畫向美國

政府或國際組織申請經費。美慈是臺灣接觸美國及其他同儕的重要節點。國合會和美

慈的合作可追溯到2003年伊拉克戰爭，並在2006年成立緊急援助相對基金，以三年為
一期，每期雙方各出50萬美元(ICDF 2007)。這樣的設計使人道危機爆發時，雙方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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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等旗幟並列（Y.-C. Wu and Chien 2022, 3; Chien and Wu 2022, 359）（圖

1）。2014年10月起臺灣也成為美國召集的全球反制伊斯蘭國聯盟（D-ISIS 

Coalition）的83名成員之一，臺灣駐美大使受邀參加部長級會議，是少數直接

與美國國務卿同臺的場合（TECRO in the US 2019）。類似的突破也出現在其

他援助場域。例如2019年初，臺灣加入美國主導的委內瑞拉人道危機全球會

議（Global 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Venezuela），臺灣駐美大

使高碩泰是唯一上臺發言的亞洲代表，並在會議中承諾捐贈50萬美金與參加

25個理念相近國家的人道援助（CNA 2019）。

圖1　 約旦扎塔裏（Zaatari）難民營中，臺灣國旗與其他援助國及聯合國的旗

幟並列 

資料來源：國合會《104年度北約旦水井修復計畫監督任務返國報告》第20頁。

低行政流程限制，快速反應並形成三邊合作計畫。美慈在全球駐點的40國有36國與臺
灣無邦交，因此其國際與在地網絡能協助臺灣拓展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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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是，這些突破除了來自人道援助的非政治本質，也是臺灣

OECD化的成果，包含專業知識累積、理念價值對接、以及互信建立。國合

會在三邊合作中安排多次考察，並派遣專業人員或志工駐紮NGO駐地辦公室

參與執行計畫。國合會也派員到亞銀、歐銀及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等，參與

這些機構的臨時外調（secondment）計畫，累積這些組織的關鍵技術（know-

how），接軌國際同儕（陶文隆 2013）。這些交流一方面使國合會學習OECD

營運與管理援助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使OECD同儕認識並認可臺灣在透明與問

責等OECD典則上的趨近，進而接納臺灣進入同儕網絡。例如儘管國際孤立使

臺灣不需遵守援外透明化等規範，但在中東難民危機中，臺灣政府向聯盟報告

所有計畫的名稱、合作夥伴、內容簡介、援助對象和支出等，使聯盟成員掌

握臺灣的議程和具體計畫。遵守OECD典則也使臺灣獲得更多合作對象，例如

法國NGO「對抗飢餓組織」（Action Against Hunger，法文：Action Contre La 

Faim - ACF）的主管就透露臺灣是他們第一個非OECD的合作對象，因為他們

認可臺灣在中東人道援助的透明化符合他們的組織章程的要求。

臺灣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在2015年常態化為前述的GCTF，從人道援助

延伸各類發展合作，呼應OECD關注的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其正式合作

夥伴從初始的美國，陸續有日本和澳洲加入，至今已有瑞典、瓜地馬拉、荷

蘭、英國、加拿大、斯洛伐克、帛琉、捷克分別具名合辦GCTF個別活動，或

做為單次主辦國。隨著2016年臺灣發起新南向政策以及美國發起印太戰略，

兩者理念與戰略對接下，GCTF成為臺灣與理念相近國家在援外領域從事跨國

交流培訓的重要節點（Chen 2019, 21-22）。

然而也需要說明，臺灣與OECD援助國的合作，仍有合作同儕政治考量下

的打壓，以及其他政黨的挑戰。例如臺灣國旗早在2013年就出現在難民營，

但直到聯合國難民署於2015年准許臺灣媒體採訪後才公布。此前不僅民選政

治人物，甚至部分高階外交官也未知有此突破(Y.-C. Wu and Chien 2022, 17)。

其他在中東的諸多三邊合作也是首先由OECD國家公布後，臺灣才跟進公布

(Y.-C. Wu and Chien 2022, 18)。甚至，根據美國智庫的一份內部訪談也指出，

儘管美國支持臺灣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援助計畫，因其有利於美國減輕

邊境壓力，但也期望臺灣應對此保持「安靜而不要公開」（quietly rat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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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ly）（Harold, Morris, and Ma 2019, 5）。又如2017年與美國合作的掃雷

與行動醫院預算被揭露，在野黨質疑可能會導致即將舉辦的臺北世大運遭受恐

怖攻擊報復。但外交部仍堅持公開並執行，展現遵守典則的決心，甚至進一步

在國際關懷與救助預算中常態編列「參與全球反恐人道援助」的科目，確保能

持續參與三邊合作（Y.-C. Wu and Chien 2022, 18-19）。

三、臺灣援助OECD會員國的雙邊合作

根據援外年報，2010到2019年，臺灣在歐洲、北美及其他地區的OECD會

員國執行超過200個人道援助或社區發展的雙邊計畫。在西歐、北美和日本，

臺灣多次捐款天災應急，例如日本（2011、2016）和義大利（2016）的地震、

加拿大（2016）的森林火災、葡萄牙（2010）的水災、美國的龍捲風（2011、

2013）與颶風（2012）等。這些是以金錢或物資捐贈為主，沒有實際派遣團

隊參與復原與重建，但也已大幅提升臺灣的能見度與形象。在東歐和中南美洲

的非邦交國，臺灣投入小型社會建設，涵蓋醫療、教育、社福、文化、環保

等。臺灣代表處資助社福機構、學校、社區中心、教堂、當地NGO等，整修

建築、採購設備、協助舉辦活動、或推動學術研究等。

從臺灣對OECD國家雙邊援助中可以看到，臺灣外交雖然受打壓，無法參

與聯合國、世銀、OECD等形塑國際援助議程的主要機構，但透過實際的人道

援助，臺灣一方面獲得更大能見度，另一方面也獲得公民社會的支持和參與，

甚至在臺灣陷入危難時，受到關鍵支持，最具體的就是2020年的口罩外交。

口罩外交以OECD會員國為主要對象，而2021年日本、美國、立陶宛、捷克等

國則對臺灣捐贈疫苗，一來一往形成同儕互助，象徵臺灣能扮演促進全球共榮

的角色，不僅面向貧國，更面向全球。

肆、臺灣國際援助「發展導向」背後的安全政治

一、臺灣在印太之國際援助：區域繁榮與安全

臺灣不只是在與OECD相關計畫實踐OECD典則，在無涉OECD的援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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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亦然，尤其是在亞太地區，包括從馬政府時期就有進行的各項援助，到蔡政

府的新南向政策，擴及東南亞、南亞以及澳洲、紐西蘭等印太地區與臺灣沒有

邦交關係的國家。新南向政策特別強調非政治、以人為本，促進投資貿易，以

及深化文化、教育、科技、勞工、旅遊等連結。該政策除了推動臺灣進入新南

向地區，也試圖強化新南向國家來臺灣投資、旅遊與文化交流等，創造政府與

長期在本區耕耘的臺灣NGO的合作空間。於是援外年報有許多非外交部會和

NGO的身影，形成非官方外交、二軌外交和公民外交（Yang 2017），明顯不

是「建交導向」，而是「發展導向」。

在2010到2019年援外年報顯示，臺灣援助東南亞與南亞共14國132個計

畫。這些計畫依照OECD標準分類，包含社會、經濟、生產、環境、援糧、人

道等。其中社會和生產部門的計畫特別多，因此再加上次分類，社會部門分

為教育、醫衛、治理、人權、文教與社福等，生產部門則分為農林漁牧及工

商與其他（詳如表2）。這些計畫超過一半由非外交的部會自辦、委辦外國機

構、或委辦臺灣NGO。這些部會包含衛福部、經濟部、勞動部、科技部、氣

象局、農委會等。例如，科技部與氣象局在政府治理效能和人道援助的角色。

由於氣象數據資料的收集能力及共享制度，是氣象預報能精準運算的前提，因

此臺灣援助鄰國政府的氣象科技能力，也是協助臺灣本身天氣預報與災害整備

能力（Chou et al. 2011; 簡旭伸、吳奕辰 2017）。2015年以來，臺灣氣象局在

菲律賓和越南舉辦氣象雷達訓練及研討會，並協助菲律賓提升劇烈降水天氣系

統觀測與預報能力。這些合作不僅增強公部門治理，也促進減災與防災（周仲

島 2016）。

又如農委會農糧署從2010年以來藉外交部及NGO網絡捐贈公糧到亞太、

非州和中南美洲等29國。在亞太深耕的臺灣NGO扮演輸送與分配糧食的中介

者，例如慈濟在菲律賓和印尼、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在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等。再

者，勞動部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從2003年起辦理產業技術種子師資培訓，分享

臺灣經驗給至少25國364名技術種子師資，內容包含能源等經濟部門以及電機

和機械等工業生產部門。受訓者主要來自新南向國家，以及中南美邦交和東

歐、約旦、南非等友好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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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0~2019年臺灣援助東南亞與南亞國家之部門與行動者
外交部自辦

或委辦外國

機構

其他部會自

辦或委辦外

國機構

外交部委辦

臺灣NGO

其他部會

委辦臺灣

NGO

總計

社會：教育 2 1教育部+1經濟部 2 6

社會：醫衛 4 7退輔會（榮總） 9 7衛福部 28

社會：治理 5 4科技部+氣象局 9

社會：人權 4 4

社會：文化與社福 2 7 9

經濟 1 7勞動部+5經濟部 13

生產：農林漁牧 7 10農委會 1 18

生產：工商與其他 9勞動部+1經濟部 10

環境 8農委會 1 9

援糧 6農委會 6

人道 11 3科技部+1氣象局
+1農委會

4 20

總計 32 58 28 14 132

資料來源：作者依照2011~2020年的援外年報資訊彙整而成。

除了非外交部會，臺灣NGO更是新南向的重要夥伴。尤其醫療領域。馬

政府時期補助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奧比斯基金會、陽光基金會等NGO進行手

術或復健。蔡政府推動醫療新南向，例如彰化基督教醫院、高雄與臺中榮民總

醫院、國泰醫院等，在東南亞（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南亞（尼泊爾）等

接受政府委辦短期義診/行動醫療團或長期的交流合作。此外，衛福部推動一

國一中心七家醫院，由一家醫院統籌一個新南向國家的合作，包含人才培訓、

產業鏈結、當地國人健康諮詢服務、法規及市場調查等。研究調查也指出，

COVID-19疫情期間，臺灣至少23個NGO和7個一國一中心的醫院團隊提供

超過1.5億新臺幣惠及新南向國家800多萬人（楊昊 2021）。疫情導致邊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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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交通停擺、學校關閉和官僚作業混亂，阻礙NGO籌款並增加組織運作成

本，但臺灣NGO仍設法在其服務的社區提供替代服務，如現金救濟、民生與

防疫物資、健康與衛生教育、衛生設施和系統建立、心靈支持、創收、線上教

學、以及分享臺灣防疫經驗等。醫院團隊還將各式服務上線，包含遠距會診、

線上醫療培訓、線上研討會等。

文教和社福也是官民合作的主要部門，包含勵馨基金會的婦女保護與權利

倡議、至善基金會的兒童教育、伊甸基金會的反地雷倡議等，從馬政府就有合

作紀錄，而這些NGO也成為政府進入非邦交的橋樑。新南向地區完全沒接受

臺灣援助的只有小型富裕經濟體（新加坡）和地緣較偏遠的小國（不丹、馬爾

地夫、東帝汶），顯示結合各部會與民間網絡的成效。此外，臺灣NGO也是

政府與OECD援助國接觸的媒介，來自瑞士、法國、英國等的NGO，都各自與

臺灣NGO在臺灣政府的支持下展開計畫。

需特別強調，外交部將許多資源援助新南向國家及支持以人為本的方針

等，並不是從新南向政策才開始；相反的，本文主張新南向政策是過去歷屆政

府「發展導向」轉型的總成與擴大。早在新南向前，上述132項計畫總共將近

七成是在馬政府就有。而輔導並贊助國內NGO參與國際援助的政策，更是從

扁政府的全民外交（民主、民間、民意）就開始。例如醫療領域的援助，從新

南向之前，外交部就資助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彰化基督教醫院等在東南亞國家

的服務；而在新南向政策下，衛福部也從單點式的補助NGO，延伸為試圖建

立人才網絡、供應鏈、區域市場、區域防疫合作等動員醫療院所及醫藥產業的

布局。

為因應發展導向的援外，外交部體制亦有變化，2018年起在外交特考中增

加越南語和印尼語，以招募適當的人才執行東南亞業務。同年也捐款設立臺

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臺亞基金會）作為促進智庫合作和公民社會夥伴關係的平

臺，並協助研究政策藍圖。臺亞基金會主辦的玉山論壇也開啟臺灣與來自新南

向和其他理念相近之國家領導人、思想家、創新人才和青年領袖等之間的區域

對話。臺亞基金會執行長楊昊主張，這種包含外交部本身以及非外交部會和民

間的援外變化，是認識論社群以及跨國行為者的雙向社會化相互學習所達成的

結果（Yang 2018）。這呼應OECD國家當初採用認知學習理論來應用三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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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擴散OECD典則的思維，關注於如何透過實踐，水到渠成地改變認知，進

而締結實質的同儕網絡。

所以，儘管表面上新南向政策並沒有OECD援助國的直接參與；但實際上

透過建構與OECD會員國綿密的同儕網絡，臺灣在共享價值和區域戰略上與理

念相近國家對接。正如新南向主要論述推手蕭新煌所示，新南向的邏輯是雙重

的，結合區域穩定（stability）與區域繁榮（prosperity）（Hsiao 2019），而印

太的穩定與繁榮正是美日澳歐等理念相近國家關切的。而臺灣不以追求建交為

目標，而是以推動發展為目標的援外，更獲得理念相近國家的認同。

二、發展導向援助對於臺灣安全的助益

臺灣發展導向援助背後的安全概念其實有兩種，前段所說的是區域層級的

繁榮與安全穩定，本段進一步說明這些援助對臺灣本身安全的助益。正如蔡

英文總統在2018年和2020年玉山論壇開幕致辭所說，新南向的精神是「臺灣

可以幫助亞洲，亞洲可以幫助臺灣」（Taiwan can help Asia, and Asia can help 

Taiwan），OECD化的臺灣援外創造與理念相近同儕更多互動及共享價值，使

OECD援助國有更多提供臺灣安全保障的可能性。具體而言，三邊合作及新南

向使臺灣與在印太有利害關係的援助同儕在價值和戰略上對接，透過認知改變

及合作實踐，使臺灣在投入全球共同議題過程中，順勢將自身的國家安全，鑲

嵌為印太安全與繁榮的一部分。

在此脈絡下，臺灣援助邦交，過去被OECD（尤其美澳）視為破壞善治的

源頭之一（例如Atkinson 2007; 2009），現轉而被視為促進區域安全的夥伴，

是一股「向善的力量」（a force for good）（Pompeo 2019）。此「向善的力

量」說，來自2019年2月，時任美國國務卿龐佩歐（Mike Pompeo）出席「密

克羅尼西亞總統高峰會」（Micronesia Presidents Summit）開幕發言，其指出

臺灣是可靠的夥伴，確保密克羅尼西亞地區各國（包含帛琉、馬紹爾、諾魯

等臺灣邦交）的主權、安全、經濟發展和繁榮等。同年3月，時任總統蔡英文

出訪前夕，美國駐巴紐大使館官方臉書公布白宮國安會資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與臺灣外交部次長徐斯儉「同框」現身臺灣邦交索羅門群島，並註

明是白宮官員與「與友邦及夥伴商討推促自由及開放之印太地區」，被解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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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刻意公開畫面，並以「友邦及夥伴」相稱，是美國針對中國在太平洋地區

的滲透並表達嚴重關切（蘇永耀 2019）。

一些特定領域的援外合作也有促進安全合作的作用。2021年3月，臺美

簽署諒解備忘錄，成立海巡工作小組，共同保護海洋資源、打擊IUU（非

法、未報告、不受規範的）捕撈、聯合海上搜救等與安保和安全相關的問題

（Christensen 2021）。同月，臺美日共同發起為期半年的「防災救援倡議活

動：宣導教育—建立韌性—採取行動」以擴大三國在國際人道行動的合作，

提高對臺灣人道救援的能量，並結合GCTF邀請英國和其他夥伴分享人道援助

的經驗和專業知識（J. J. Wu and Christensen 2021）。不論是海巡合作或是國

際人道合作，都是在以援助發展促進區域穩定的名義下，間接提升臺灣安全

（Guilloux 2019）。海巡合作牽涉海上安全及在東海和南海維持以規則為基礎

的海上秩序；人道援助則牽涉軍事後勤資源協調及關鍵訊息共享平臺建立，意

味理念相近國家已將臺灣的安全放入維持印太地區穩定的一環。

因此臺灣援外帶來的同儕認同是雙向的，不僅臺灣認同OECD會員國所框

構的典則，OECD會員國也認同臺灣的援外實踐，視為重要合作對象。甚至在

相互認同下，在必要時可能願意提供保護。最具體的案例就是前述2021年的

疫苗外交。2021年5月中旬臺灣爆發COVID-19本土疫情，當時臺灣的國產疫

苗都尚未獲得緊急使用授權，向外國訂購的疫苗也不斷延遲交付而不敷使用。

5月底開始，多個OECD會員國陸續贈送數百萬劑疫苗，直到8月底前都還超越

臺灣自行購得的數量。其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將贈送疫苗之舉視為兩國間

的友誼，回報2011年臺灣針對日本311事件的各類援助以及2020年的臺灣口罩

外交，雙方是真正的朋友（Strong 2021）。美國在臺協會的新聞稿也提及捐贈

疫苗是對臺灣口罩外交的感謝，稱美國沒有忘記臺灣挽救美國人的生命（AIT 

2021）。立陶宛也將捐贈疫苗視為感謝臺灣在疫情初期捐贈口罩（Everington 

2021）。

理念相近國家捐贈疫苗使臺灣度過2021年本土疫情，並非是臺灣2020年

口罩外交的政策目標，更不是十多年來援外改革趨近OECD典則的預期成果。

不論是2020年口罩外交，或是2000年代末以降的援外改革的初衷，都是突破

國際孤立的渴望，並在邦交越來越少的現實下的選擇。然而臺灣援外OECD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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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建構與理念相近國家的信任，形成援外場域中的團體認同，以及區域戰略

中的共同利益。在臺灣邦交，理念相近國家協助臺灣鞏固邦交以對抗中國，因

而成為臺灣多邊援外的重要夥伴。在重大人道危機中，理念相近國家支持臺灣

突破中國封鎖以參與國際人道體系，例如臺灣在倡議加入世界衛生大會、國際

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等國際組織時，除邦交之

外，有更多非邦交發言支持臺灣。在中國戰狼外交恐嚇下，理念相近國家從行

政部門到議會、智庫、NGO等，仍增加與臺灣多層次的合作夥伴關係。

總而言之，儘管過去十年多以來臺灣邦交越來越少，但OECD化產生的

「發展導向」援外，拓展與鞏固臺灣和「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而當臺灣將

他們所揭櫫的OECD典則持續作為援外轉型方向，逐漸走向透明化、專業化、

並隨同理念相近國家廣泛參與全球共同治理議題的同時，臺灣獲得理念相近國

家提供的安全保障，一方面在普世價值下與臺灣共同對抗中國的威權價值輸

出，另一方面在區域安全上與臺灣共同對抗中國的影響力擴張。這些安全保

障，遠不是「建交導向」的援外政策所能達到。

伍、結論

本文旨在討論馬與蔡政府從「建交導向」延伸「發展導向」的轉型過程。

本文分析理念相近國家建立OECD援外典則的擴張歷程，並指出三邊國際援

助合作是嫁接OECD與非OECD援助國合作的重要途徑。在回顧臺灣在馬蔡政

府時期的援外論述與制度轉型，包括臺灣與OECD的雙邊與三邊援外，對接

理念相近國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後，我們發現，臺灣藉此在沒有OECD會員身

分之下，主動趨近OECD典則並與OECD會員國緊密合作，從而獲得接近等同

OECD會員的同儕網絡以及信任關係，甚至在預期外獲得理念相近國家對臺灣

安全的關注。

臺灣民主化力量，包括公民社會崛起、要求透明責信、渴望國際參與等，

無疑是推動臺灣OECD化的重要推手。臺灣的民主化與援外轉型研究，呼應

OECD諸多新成員（如東歐、以色列和智利）的經驗。儘管他們與臺灣的國際

處境大相徑庭，但民主化及公民社會都在不斷變化的援外政策背後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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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臺灣作為國際孤立但又渴望國際承認的新興民主國家，從建交導向的爭

取法理（de jure）承認，延伸發展導向的爭取事實（de facto）同儕關係，從而

提升國際地位的經驗，理當可讓同為掙扎於法理與事實獨立間的科索沃和索馬

利蘭進一步借鏡。

為了追求外交突破，臺灣援外的OECD化，除了來自上述的國內公民社會

因素，也有來自OECD援助國的因素。尤其美國扮演最關鍵的角色，其重返亞

太以及印太戰略提升了與臺灣國際合作的政策動機，另外也在中東及世界各地

的人道危機中邀請臺灣參與多邊行動，甚至將與臺灣的援助發展合作視為安全

合作的一環。這些都撐起了臺灣能夠參與OECD援助國相關活動的空間，同時

也在合作的過程中，創造了臺灣進一步學習OECD援助工作方法的場域，使政

策到實務都靠向OECD的典則。

本文最後就OECD典則及三邊合作之理論和政策提出啟示。就學理方面，

首先，臺日韓都是從受援轉型援助的東亞國家，構成東亞援助模型中關於靠攏

OECD典則的比較個案。日韓在OECD典則化的過程中都遇到許多困難，包括

民間社會並不一定支持多邊主義、政府援外商業化、以及語言文化溝通障礙

（Kawai and Takagi 2004; Söderberg 2010; Shimomura and Ping 2013）。這些困

難如何在臺灣的OECD化過程中出現與要怎樣化解，值得進一步探討。另外，

臺灣與OECD援助國的三邊合作挑戰「OECD作為援助國，非OECD作為中介

國」傳統框架，出現「OECD作為中介國」的另類模型，值得未來拓新的三邊

與多邊援外分析框架。

就政策上來說有三點建議。首先，在中東難民危機中，部分執行於約旦的

三邊合作是由幾萬里外的駐華府或駐日內瓦代表處所促成或居中協調，說明臺

灣需要發展駐同儕援助國代表處與駐受援國大使館間的橫向聯繫。這對於現況

是較偏重於經營雙邊關係的駐地外交人員是一項挑戰，其需要有對於三邊合作

的原理、操作方法與效用等相關知識的內化、以及相應的制度和大量的協調來

經營。

其次，是關於從雙邊延伸三邊帶來的責信（accountability）議題。三邊計

畫多是由臺灣外交部直接撥款給OECD會員國的同儕們執行，其中一些執行所

在地甚至沒有臺灣代表處，因此臺灣政府如何從制度上避免道德風險，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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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責信，值得後續研究。這邊進一步會延伸出來的是與OECD援助國靠得太

近而可能喪失的政策空間。最明顯的案例是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受到多個國家制裁，俄國則將這些國家列入「不友善國家清單」（Unfriendly 

Countries List）。清單的48國之中，DAC會員國（包含有會員身份的歐盟的會

員國）全數在列，剩餘的除了8個歐盟鄰國（包含烏克蘭）之外，就剩臺灣、

新加坡和密克羅尼西亞。這兩份高度相似的清單，進一步顯示了臺灣緊密追隨

OECD的不僅是援助典則，還包含更大的地緣戰略和普世價值的呼應。臺灣為

此在短期之內付出一定的代價（例如對俄貿易的中斷），長期而言也可能因為

與「北方俱樂部」關係緊密，從而進一步壓縮臺灣與一些南方國家交往的政策

迴旋空間（例如巴勒斯坦、伊朗或古巴等）。

最後，儘管臺灣缺乏國際地位，但OECD化的援助轉型經驗應可以思索如

何對接OECD其他領域國際典則。例如2020年4月和2021年5月，OECD分別迎

接哥倫比亞和哥斯大黎加成為第37和第38個會員，申請入會過程長達六到九

年，包含一系列針對國內關於勞工、司法、國營企業治理、反貪腐、貿易、工

業廢棄物、教育、公衛系統等的立法、政策與實踐的同儕審查。建議臺灣比照

開啟OECD會員申請，在審查過程中，臺灣可更了解自身發展狀態及其他國際

典則實踐成效，另一方面也讓臺灣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專家與高階官員能更真實

認識臺灣處境，進而影響理念相近國家的對臺政策，甚至有機會水到渠成正式

成為OECD會員身份。

 （收件：110年9月11日，接受：11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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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a de facto independent country, but its de jure independence 

status is not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under the 

suppression of China. In the past, Taiwan used aid to exchange diplomatic 

recognition from its aid recipient countries, forming an “aid for diplomacy” 

aid policy. However, since the late 2000s, Taiwan’s aid policy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reforms regarding discourses, leg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es. Such 

reform applied the international aid regime established by like-mind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countries, Australia, and Japan, most of 

which belong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or breaking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Taiwan’s 

aid policy has extended from “aid for diplomacy” to “aid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establishing multiple tr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like-

minded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two concepts of security behind the 
“aid for development” policy. On the one hand, Taiwan aims to facilitate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roug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ffort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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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hand, through constructing mutual trust on the basis of those “aid for 

development” projects, Taiwan’s security is further committed by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the threat of China.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eign aid policy, OECD, like-minded countries, 

trilater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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